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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號引言 

 

二○一八年是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等四位先生聯名發表

〈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六十週年紀念，此一宣言現已成為當代

思想界重要的文獻，宣言的主要目的乃是探討儒家與中國在當今的處境如

何回應的問題，其實也是現代性轉型的問題。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由於

「中國和平崛起」以及儒家思想重返當代中國的學術與政治舞台，更直接

引發了學界有關「中國現代性」問題的多方探討，中國現代性問題兼有學

術與現實的雙重意義，六十年前四位先生聯名發表的宣言孤明先發，其重

要性不言可喻。職是之故，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人文社會研究中心

以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文化與漢學研究中心乃於二○一八年十月六日

－七日舉辦一場「東亞儒學與中國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本期專號即

是建立在此次宣讀的會議論文的基礎上，經過作者修改以及期刊的審查過

程後編輯而成的，專號由六篇論文組合而成。 

論及中國現代性，不管就歷史事實或就理論意義而言，日本都是重要

的參照系的國家。相較於十九世紀以降的主要帝國主義國家，日本幾乎是

唯一的亞洲強權，但它在文化上卻與中國緊密相連，漢字、佛教、儒教、

律法是內在於日本文化中的本質性的他者，但這個與中國在歷史、地理上

都緊密相連的國家卻又是中國近現代痛苦的主要來源。基於中日之間特殊

的文化連結，學者要理解中日近現代的關係，其焦點就不可能和理解其他

帝國主義者的觀點一樣，這是可以確定的，本期專號收有三篇與中日現代

性議題相關的論文。 

首先，董灝智教授提供〈江戶日本人建立「日式區域秩序」的設想—

—以近松門左衛門、佐藤信淵、吉田松陰為中心〉一文，此文以江戶時代

不同時期的三位重要文化人為中心，探討他們的中國觀。比較他們三人的

論點與牡丹社事件以後的日本對華政策，尤其是佐藤信淵與吉田松陰的論

述，不難發現後世日本軍國主義者的行徑簡直可以說是在執行這些前輩學

者的日本帝國的想像。近松門左衛門的《國姓爺合戰》是日本鄭成功觀的

代表性戲劇，也是江戶文學的經典作；吉田松陰是日本陽明學的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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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明治維新的重要推手。王陽明、鄭成功是近世中國的天挺英豪，近松

門左衛門、吉田松陰兩人的思想皆有極深的中國淵源，但他們居然都成了

帝國主義侵華的工具。中日兩國交流史的是非曲折，特別值得省思。 

現代中國已不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意識」下的中國，近現代中國

的問題是在中西交流的背景下被引爆出來的，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因此不

能不有求於國外的資源，二十世紀流行於中國的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都是

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呈現的。近現代外國有識之士看待中國，其意義和以

往期待的外國人看中國（比如十七世紀的耶穌會教士），意義遂大不相

同。「中國周邊有志之士眼中的中國」已構成我們反省中國現代性重要的

參考，李宥霆教授〈五四時期跨文化視野下的中國：兼與日本比較〉即是

處理「外國學者眼中的現代中國」之議題。 

李教授此文以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來華的三位著名外國學者：泰戈

爾、羅素、內藤湖南為例，借以說明當時的中國問題。這三位作家、學者

立場不同，泰戈爾堅定地站在印度精神傳統的立場，內藤湖南則是有名的

「中國近世說」論述的啟動者，羅素是位反帝國主義而又同情中國的英國

經驗論學派哲學家。他們三人基本上都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傳統文化都

有較高的評價，也認為中國現代化的行程不應當拋棄以往的文化資產。五

四時期外國知識人眼中的中國是個有理論趣味的他鄉異邦，但他們眼中的

中國問題不只對中國人有意義，誠如李教授所說的，其實也曲折地折射出

「西方的問題」、「日本的問題」與「世界的問題」。 

第三篇是區建英教授的〈丸山真男對中國現代性的看法〉。丸山真男

對二十世紀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影響極大，他的《日本政治思想史》雖然寫

於年輕時期，青澀之處難免，他自己後來也作了些修正，主要的修正點之

一當是賦予朱子的性理學更多正面的價值——此書出版已七十年，至今仍

是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名著。《日本政治思想史》雖然以探討江戶日本的政

治思想演變為主，但因為江戶時期朱子學與陽明學頗為興盛，儒家的核心

思想又和修齊治平的理念嚴密綁在一起，所以江戶時期日本政治思想的演

變不可能不和近世儒家思想密切相關，丸山真男此書所以深刻，在於他掌

握了朱子學在江戶的流傳與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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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山真男直接涉及中國現代性的文字相對之下少了許多，相關的研究

自然也成比例地少。區建英教授身為丸山真男晚年弟子，她很仔細地爬梳

丸山真男對中國現代性的看法。丸山真男晚年對孫中山的思想有較深入的

理解，又受到竹內好的影響，他開始注重中國革命的國民性問題的因素，

他從中國的革命經驗中看到同期日本缺乏的動能，現代性的追求不能不脫

離國民的主體性的基盤。丸山真男和一般漢學家不同之處，在於他有更深

的西洋思想的修養，當他開始重視國民性的問題時，他仍不忘批判的立

場，他賦予西洋近代的理念極高的價值，認為可以批判現代性的弊端。丸

山真男對中國現代性以及以「近代」批判「現代」的定位的看法相當有啟

發性，它和同時期的中國哲學名家島田虔次頗有共鳴之處，和一九四九海

外新儒家的觀點也可相互發揮，他提出的問題值得繼續追蹤。 

本期專號另有兩篇文章討論現代中國兩位哲人的論點，首先是潘光哲

教授的論文〈孫中山與中國現代性：「專家政治」和「民主實踐」的思想

張力〉，此文討論專家政治和民主實踐的關係。在孫中山的中國政治的構

想中，政權與治權的分隔是重要的設計，政權意味著主權在民，人民是政

治的主體；治權則是政府要有治理的能力，發揮有效的政治措施。前者有

權，後者有能；在制度的設計上，前者設立國民大會，代表全國人民監督

政府；後者則是五院制的設計，借施政以完成國民的意志。作為中華民國

主要的創造者之一，孫中山的民主理論一方面應乎時代潮流，將政治的主

權還給人民，一舉解決了幾千年來中國傳統政治的死結；一方面也強調政

府要有能，才能完成政治的功效。對政府施政能力的重視一向是孫中山民

主政治論的主張。 

潘教授此文將「專家政治」和「民主實踐」的關係放在中國現代史的

脈絡下闡釋，指出這兩個概念在現實實踐上常有矛盾。大體而言，專家政

治在二十世紀都受到任何政權的正視，只是看重的比重不同。但專家政治

的成功不保證民主實踐也可以成功，甚至於有可能恰好相反。潘教授指出

的這種矛盾現象在當今的時局下依然存在，也引起了相關單位的重視。目

前國內實施了一些補救的措施如審議式民主，多少即是用以回應潘教授所

提出的質疑。至於此補救措施是否可以濟現實政治運作之窮，答案似乎不



 

iv 

是那麼確定的。 

秦燕春教授〈重審「抒情傳統」——再論唐君毅、胡蘭成交往的文化

史意義〉一文是此期專號中唯一一篇獨立討論唐君毅先生理念的文章，但

「情」本來即是五四重要的議題，現代性議題的光圈不可能不照耀人的情

性。德先生、賽先生是五四文化運動的兩個主要理念，可謂共識。然五四

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運動不可分，五四新文學的主調可以說是「個人」的

發現，「個人」的概念意味著個體性的價值、感性之人的價值，這種新的

人觀往上還可追溯到梁啟超的新民說。作為二十世紀中國最重要的文化運

動的五四運動，它如沒涉入近代轉為現代歷史過程中的人的概念的重新打

造，這是難以想像的。而在新的人觀當中，「情」居有核心的地位。一九

四九以後，海外中國興起「抒情傳統」論述之風，這場聲勢甚大的論述可

以說是「接著」五四新文學運動發展出來的。 

秦教授此文即是以唐君毅、胡蘭成兩人的交往重新反思抒情傳統的意

義。胡蘭成是二十世紀中國非常值得省思的一位文人，胡蘭成本身自成一

個現象。胡蘭成的文字有妖魅的吸引力，他也有禮樂王道的理念。但在現

實經驗上，他的勇於參加抗戰時期的汪政權，以及他不理世間禮法以及一

般處世規範的戀愛事件，都是令人撟舌瞠目難以相信的。但行事這麼有爭

議的人物，卻可擄獲二十世紀中國最有才情的女小說家的身心，還吸引了

三三集團的一群才子佳人。不但如此，他還交上了二十世紀儒林代表人物

的梁漱溟、唐君毅。胡蘭成現象，尤其胡蘭成和唐君毅先生的交往如何解

釋，顯然已經不是個案之事了，而是事關一代精神面貌如何解釋的一大事

因緣了。秦教授此文涉入此理論風波，並作了相當穩當的判斷。 

楊儒賓的〈當代中國的黎明——解讀晚明思潮論〉是篇較宏觀的論

文。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光譜中，晚明文化和民國新文化一直有較密切的

關係。兩者間關係的連結主要有二，一是在文學、藝術領域，晚明的戲

曲、小說、小品文和五四新文學之間勾連得相當緊密；一是在歷史領域，

當五四新文化運動往左傾斜以後，左派文人追溯中國革命的正當性，或者

說本國範圍內的階級史觀的脈絡時，即會追溯到晚明興起的經濟、社會現

象，他們稱之為「資本主義萌芽說」。但將民國新文化往晚明思朝連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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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左派學者，新儒家學者也是如此，從五四運動早期的梁啟超、梁漱溟

以至一九四九海渡來台的新儒家莫不如此，他們提出的論點，筆者稱之為

「良知學轉出說」。同樣將中國的現代性議題溯源至晚明，左派學者與新

儒家學者卻看到兩個不同的源頭。 

楊文分析了「資本主義萌芽說」與「良知學轉出說」兩說的得失，並

檢引了島田虔次《中國近代思維的挫折》的解釋作為補充。楊文的結論主

張「資本主義萌芽說」作為一種經濟學史的觀點可備一說，但此說沒辦法

解釋中國現代性核心訴求的「民主」、「個體性」與傳統中國思想之間的

連結，「良知學轉出說」則可解釋明末三大儒的訴求以及晚明文學的主張

何以生起。 

六十年前海外新儒家四大儒的宣言是百年來新儒家運動重要的一環，

民國新儒家的興起則和中國現代化的需求有關，從第一代新儒家的梁漱

溟、熊十力以至渡海三家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甚至於我們還可往

上追溯到梁啟超等立憲一派的儒紳，他們的學術關懷可以說都有意於儒家

的現代轉型，現代轉型的儒家用以解釋並參與整個中國現代化的轉型事

業。儒家因素在現代中國的塑造過程中，不只是被批判的負面因素，它更

是批判性的建構因素，「儒家與中國現代性的關係」極為複雜，這個議題

仍有待學界進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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